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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辞世。这位思想敏锐、头脑灵活的农

村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致富奇迹。他饱

含智慧的话语更是一笔充满地气的精神财富。譬如，“家有黄

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

一个床位”就发人深省。

文力谭点评：吴仁宝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影响已经不仅仅限

于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他已经成为一个丰富的精神文化符

号，代表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农民的勤劳、朴素、灵活、创新、进

取等优秀品质。令笔者十分感叹的是，吴仁宝是一个牢牢扎根

于大地之上具有思想追求的农村干部。他那带着浓郁乡土气

息的话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一次次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家有

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

占一个床位”深刻地解释了享乐主义人生观的虚无本质。“你是

为老百姓做的，为国家做的，凡是不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损害左

邻右舍的，不损失老百姓的，你就要大胆地去做”说明他坚韧的

民本情怀的动力源泉。“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富了才是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也就是既要‘富口

袋’又要‘富脑袋’”表明他带领群众致富后对精神文化提升的

追求。“有福民享，有难官当”体现了他作为致富带头人的权力

观。所以吴仁宝的逝世使我们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有思想品

格的农村干部。好在思想是永恒的，吴仁宝的“语录”值得我们

不断反思和回味。

美国媒体报道，世界爱喝酒国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英

国，第二位的是中国。排在第三到第十位的分别是俄罗斯、法

国、厄瓜多尔、摩尔多瓦、韩国、乌干达、德国和澳大利亚。

文力谭点评：这个排名仅限于人均喝酒的频度，如果计算

的是饮酒总量，则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名列第一的，而且中国人

的饮酒还偏向于酒精度奇高的白酒。我们得承认，酒文化是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酒不成席，无酒不

成诗，在中国的礼仪文明和文学生活中，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角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款款深情，“李白

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风流倜傥，让人感动，让人激

赏。但是如今我们的饮酒却往往和奢华浪费、官僚作风、庸俗

习气等融为一体。在这样的“酒文化”中，朴实无华的道德消解

了，民主平等的观念稀释了，遵纪守法的思想松懈了。如此饮

酒，实在祸国殃民。近年来有关组织做的《中国 25 省民众健康

饮酒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酒民过 5 亿，超过半数的饮酒人

群身体健康状况处于亚健康及以下水平，每年死于酒精中毒人

数超过 11万。我们的酒民们应该从这个排名中反思点什么。

3 月 20 日到 23 日，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街道在日坛公园举行

“春分·朝阳”的庆典，活动的总策划民俗学家赵书先生认为“春

分”是中国人的“太阳节”，应该重视。

文力谭点评：春分在二十四节气中按时间顺序排名第四，

也是华夏祖先最早确认的节气之一。周代的《礼记》记载：“祭

日于坛。”这个祭祀的时间就是春分。春分时节，从物理上看，

是太阳光线直射赤道的时刻，从这一天开始，北半球日益变

暖。《春秋繁露》中认为：“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

平。”因此春分开始，寒气消退，万物复萌，阳气上升，人们进入

生产生活的宝贵时节。中国人对春分的重视和对太阳的崇拜

密切相关。作为具有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太阳对生产生

活有着巨大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比

如，汉代郑玄就曾说过“天之神，日为尊”的话。而太阳在近现

代的中国史上，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

情感和文化记忆，因此我们应该隆重地庆祝春分，庆祝中国人

的“太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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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重返80年代”具有学术意义 为中华孝文化营为中华孝文化营造社会道德氛围造社会道德氛围
耿 波

近些年孝道立法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

题。在关于“孝道立法”的严肃谈论中，不

少人指出孝道立法的不可行，认为“孝道立

法”无法量罚，言之有理。但应回到中华传

统孝文化的根上去开释这个观点，唯有如

此，才能对“孝道立法”产生理智判断并可

期望产生新的看法。

孝道尊严是儒家思想的要义，孔子《论

语·为政》是儒家孝论最重要的开示，正是

在《为 政》中 ，儒 家 孝 道 的 深 刻 性 得 以 揭

示。在《为政》中，孔子对于“孝”的开示与

其他篇章一样也是因材施教、层层深入。

在孟懿子、樊迟等资质较低的学生问“孝”

时，子曰“无违”，并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无

违”就是要遵循孝行的外在规范，即对父母

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

礼。”而在对资质较高的学生子游谈“孝”

时，却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这里对

“孝”的谈论明显转深，对父母“无违”，生养

死葬，是否就算尽孝了呢？犬马之属，出于

动物本能也有舔犊之情，那么，人跟动物的

区别何在呢？孔子说，人之尽孝，要在有

“敬”。此处之“敬”，可训为“尽”。敬者，尽

也，就是说，人之尽孝不仅仅是出于被动的

外在规范，而是要从外到里，无所不尽。内

心中要有对父母亲严的真正挚爱，对孝的

真正认同，由此出发，生养死葬才有其笃实

意义。所以孔子在对另一个学生子夏谈

“孝”时，才有这样的感慨：尽孝最难的是什

么？在于“色难”，就是要以内心的欢愉来

侍奉双亲，因为唯有心中无私，对父母之爱

溢于言表才有此等欢愉。孔子说，能做到

这个，真难啊！

孝道的根蒂在内心之“敬”，就是老百

姓平常说的“孝敬”，由“孝敬”表而出之是

为“无违”，老百姓称之为“孝顺”，由“敬”而

“顺”、以“顺”表“敬”，这是孔子论孝的深层

本意。故此，儒家孝道内涵可分发自内心

的“孝敬”与外在规范的“孝顺”两个层次，

“孝道立法”的缺陷，其实是论“顺”不论

“敬”，注重孝道的外在规范却忽视了对为

孝至敬的根蒂之义。

“孝道立法”的意图，是想以现代法律

框架来约束人们的孝道行为，却忽视了现

代法律文化在根本上与孝道精神是错位

的。现代法律体系产生于西方社会契约理

论，法律的要义是人们出于自由意志而进

行公共缔约。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个体自

由偏向于主体意志对外在世界的征服，为

解决多数人的自由必将导致社会解体这一

事实，法律缔约通过设置可量化的标准来

实现对人们自由意志的约制，以此实现法

律维护下的社会公正与秩序，而对社会个

体内在的自由意志，现代法律体系其实是

将之先行设定为不可追问，或者是将之简

化为所谓“法律意图”。

“孝道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行

孝的可量化标准是什么？孝道出自于人们

的孝敬意愿，表而出之是为孝行，故此孝行

几乎是不可量化的。《论语》中在谈到孝行

的时候，从表面而言有不少地方简直是相

互冲突的，比如在《里仁》篇中，一方面孔子

认为人可以向父母提意见，“事父母几谏”，

另一方面又认为父母教诲应无条件遵从，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比之当

下，给父母洗几次脚算是行孝？一年中回

几次家算是有孝心？如此这般的胶柱之论

其实非常荒唐；如果“孝道立法”势在必行，

孝行量化的简单思维是必须要抛弃的。其

次，“孝道立法”如果缺乏必要的调校，将适

得其反，使中华传统孝道传承于此断绝。

《为政》中孔子说得明白，“道之以政，齐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当以外在的规

范来约束百姓孝行时，老百姓就会将自己

的不孝定义为外在的有罪（或无罪），从而

阻碍了对自己不孝行为的自我审判，即所

谓“无耻”。衡量孝道，过度依赖外在标准

的审判，必将导致人们对自己不孝行为的

千般开脱，使现实中的孝道实践胎死孝道

聚讼中，发生在不孝者心中的羞耻感也将

会以对所谓“ 法 律 公 正 ”的 信 赖 而 抵 消 ，

真 正 到 了 这 个 地 步 ，“ 孝 道 立 法 ”的 破 产

还 是 小 事 ，人 们 内 心 中 再 也 没 有 了 对 不

孝 的 自 我 审 判 ，那 才 是孝道尊严彻底沦

丧的开始。

然则，如此说来，孝行是否完全可靠

自 觉 而 不 需 要 任 何 外 在 督 行 ？ 其 实 不

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之罚不像现

代法律一样罚之于身，而是罚之于心，使

其在无可逃遁的内心审判自我矫正，就是

孔 子 所 说 的“ 道 之 以 德 ，齐 之 以 礼 ，有 耻

且格”。孝道督行的机制在于内心知耻，

这 是 中 华 孝 道 文 化 是 现 实 可 行 的 实 践

体 系 而 非 道 德 空 谈 的 重 要 保 证 ，也 是 中

华 孝 道 由 现 实 实 践 而 邻 借 于 内 在 超 越

的关键契机。“耻”是会意字，意为“耳听

即 止 ”，是 在 肯 定 人 人 内 心 都 有 孝 道 根

苗 的 前 提 下 ，轻 言 点 拨 ，内 心 即 警 ，即 所

谓“ 响 鼓 不 用 重 锤 ”。 特 别 应 予 以 点 明

的 是 ，孔 子 的“ 明 耻 ”论 其 实 建 立 在 一个

设定之上，那就是人人内心都是孝道之根

苗。但在孔子思想中其实缺乏先验层次，

人人内心都有孝道之根苗的正确理解，应

是 社 会 个 体 在“ 道 之 以 德 ，齐 之 以 礼 ”的

长期熏染中，德性 内 化 、礼 浸 肉 身 ，长 期

习 染 而 成 的 内 心 品 格 。 在 当 代 ，正 是 德

性 、礼 制 氛 围 的 整 体 淡 化 ，才 使 人 们 内

心 缺 乏 孝 道 内 警 之 机 ，敲 之 空 空 ，扪 之

无物，所以才有了强化外在规制的“孝道

立法”！

道德氛围的整体淡化，是中华孝道失

传 的 真 正 原 因 ，也 是“ 孝 道 立 法 ”所 以 不

伦的根由。然而，正是“孝道立法”，在经

过适度调校后其实大可成为当代孝道光

复 的 重 要 契 机 ，在 此 意 义 而 言 ，“ 孝 道 立

法 ”不 可 轻 率 捐 弃 ，而 应 当 严 肃 、认 真 地

继续讨论下去！

从孝道文化的本质而言，内心之罚的

个体明耻才是孝道督行的正途，孝道尊严

的知耻之机发生于社会道德范围的浸润，

而 在 当 代 ，社 会 道 德 氛 围 却 趋 向 整 体 淡

化；然而，此处存在一个一直未被重视的

洞察：即社会道德氛围日趋淡化却并非失

去，确切而言，社会道德的淡化其实是某

种屈抑，是其社会影响力在整体影响力框

架中的旁置。于孝道文化而言，“孝道立

法 ”“ 给 父 母 洗 脚 ”等 能 成 为 影 响 巨 大 的

社会热点事件，这本身就说明孝道尊严的

社会整体氛围其实仍然强劲，人们内心中

的明耻之机仍然醒着，但在当代多种影响

力资源的整体竞争中，孝道文化的整体氛

围缺少强有力的国家声援，使其能在各种

影响力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声援将来

自何处呢？“孝道立法”，在客观上将会产

生这样的声援效果。

为中华孝文化营造社会个体浸润其中

的社会道德氛围，这应是“孝道立法”的真

正定位。“孝道立法”所提供的重要契机，在

于将国家法权引入当代孝道评价中，客观

上提升了社会氛围对孝道评价的影响力平

台，使社会氛围对孝道的评价成为一种主

流舆论，“那个人因为不孝顺犯法了”这样

的社会评价因此将产生强大的社会威慑

力 ，在 此 主 流 舆 论 和 威 慑 力 的 氛 围 浸 润

中，社会个体在孝行上的自我明耻将愈加

豁然，有此个体之明耻，则关于当代孝道

践行的一切问题都好办了。从实践层面而

言，“孝道立法”对社会舆论的营造，不能够全

部依靠权力执行机构，而是要靠法律向下落

实，使现代法律公权与民间孝道习惯法相结

合，使法律的尊严真正转化为民间道德认同，

唯有如此，才能使“孝道立法”的“声援”意义

充分发挥。

要之，“孝道立法”应止于声援，罚在明

耻，这一尺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近年来戏曲史的研究和撰写已愈益深

入和细致，而口述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实践，

无疑会拓展和进一步深化戏曲史的研究。

《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之立项为 2009年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艺术学戏剧戏曲类

重点课题，其意义不惟是填补昆曲史一个

空白，更在于运用昆曲研究、戏曲研究的一

种既旧亦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充实戏曲

研究内容和方法，它也是昆曲研究、戏曲研

究进入 21世纪后走向深化的表现。

已有的昆曲口述研究

口述研究是既旧又新的一种研究，旧

者，这也是过去的一种传统；新者，现代又

赋予这种研究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格式。

旧时代，多数演员艺人没什么文化，靠口传

心授，鲜有文字或其他媒质留存。新中国

成立后，戏曲演员（包括昆曲演员）地位得

以显著提升，也开始关注他们的从艺经验

和表演体会，故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有一

大批戏曲、昆曲演员艺人“谈艺录”，就是今

日之“口述”历史。如徐凌云演述《昆剧表

演一得》（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华传

浩演述《我演昆丑》（陆兼之记录整理），王

传淞口述《我的艺术生涯》（柳河、王世瑶、

王德良整理）、陈云法等八人口述《宁波昆

剧老艺人回忆录》（徐渊、桑毓喜记录、整

理）、《苏州昆剧传习所和曲社》（贝晋眉著）

等。80年代以来昆曲“口述”也是成果多多，

如王传蕖忆述《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北京

昆曲研习社研究组记录整理）、王传淞口述

《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沈祖安、王德良

整理）、周传瑛口述《昆剧生涯六十年》（洛地

整理）、郑传鉴口述《昆剧传习所纪事》（朱建

明据与唐葆祥采访录音整理）、倪传钺口述

《往事杂忆》（唐葆祥记录整理）、侯玉山口述

《优孟衣冠八十年》（刘东升整理）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台湾、香港和大陆方面均启动

实施了昆曲口述研究。这些昆曲口述研

究，可以说形成昆曲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也为 20 世纪昆曲口述史的撰写和研究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戏曲研究进入 20 世纪 50、60 年代有口

述、总结老艺人艺术经验的风气和传统，但

比较而言，显然昆曲界成果更多，这当然是

与昆曲的艺术传统有关，也与昆曲艺人有

较好的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如苏州昆剧传

习所，学员不仅学戏，有各行皆精、技艺全

面的老师，而且安排文化教师，开设国文

课，学习《古文观止》、四声、音韵等，以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这是昆曲演员与其他剧

种演员的不同之处，很多演员不仅是昆曲

表演大家，而且棋琴书画，样样精通，这种

经历，不仅使昆曲演员有较好的文字表达

能力，而且在领会和传达昆曲雅致韵味和

意境时能够毕似其真，惟妙惟肖。

就已完成和出版的昆曲口述研究来

看，多属于个人的回忆和艺术经验总结，所

谓“表演一得”，也有如对昆剧传习所这样

重要传习机构的回忆等，他们的口述，可谓

珠玑满目，弥足珍贵，但从昆曲在 20世纪整

体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还感觉是碎金散玉，

未能谱写一部较为全面和完整的昆曲口述

史。而且，实施和出版口述研究的，也主要

是昆曲当代有代表性的大家，普及面不广，

不具系统性。

口述研究采访对象

相对于以往与其他昆曲口述研究，《二

十世纪昆曲口述史》采访对象是迄今为止

昆曲口述研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不

仅涵括昆曲 7个主要院团所在地的艺人，也

包括一些草昆与地方戏昆腔中艺人。从采

访对象身份来看，不仅包括昆曲各行当演

员，也包括编导音、曲家、教师、学者和院团

管理者等。从年龄层次看，有传字辈健在

的老艺术家，也有舞台上现时正活跃的中

青年演员。共计已采访者143人。这样一项

庞大采访工程是昆曲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

我们课题组十余人，历时近两年在北京、上

海、杭州、温州、金华、南京、苏州、长沙、郴州、

重庆、石家庄、高阳等地采访，利用摄像、录

音、拍照等形式记录。在采访之前，课题组成

员对所要采访的对象进行认真研究，掌握其

基本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地准备采访提纲，做

到有的放矢。有的采访长达六七个小时，少

者亦有 2 小时，按每位平均采访 3 小时计，

共采访了约 430 小时，文字量超过 300 万

字。还应该指出的是，除了 7大院团作为重

点采访外，还对一些重要的曲家及草昆如

高阳昆曲、桂阳昆曲、金华昆曲、川昆等加

以关注，列入采访、研究范围。

昆曲口述史突出表演和演员

昆曲发展历史，之前有多位学者撰写，

侧重古典近代时期，文本文献易于发见，

时代又较南戏、杂剧为近，所以可以做到翔

实而丰富，但演出主体艺人演员之“声音”

被湮没无闻，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出现整

体缺失的局面。即便是文人之文本文献，

我们也知道，那时人们建立在道德感和责

任感基础上存在“善意”的遮讳——尤其在

戏曲类娱情冶性上有所表现。口述史，能

够口述的历史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应明

确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即主要是 20世纪，

或者延续至 21 世纪初。对 20 世纪的昆曲

历史，进行描述和表达。20 世纪的昆曲历

史，我们有已有的认识，也有已有的文献。

这一次，要把一种田野的、采访的认识与前

者结合起来，作出一种较准确和全面的表

达，以使 20 世纪的昆曲口述历史显得血肉

丰满。当然，口述的历史可能与我们已有

的认识存在差异，比如已有学者写出的昆

曲发展历史比较侧重于古代史和文学史，

我们在口述史中应该也要重视文学的、文

献的认识，但是重点不同，因为 20世纪的昆

曲历史是一个活态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

是一个当代的，它的表演特性，它的舞台特

性，应当是我们这个口述史的重点。20 世

纪以来，昆曲昔日的辉煌不再，但这 100 多

年来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几起几落，

极其不易。这需要文献的准备，更需要不

同身份经历者的“言说”，时间的当下性使

这种“描述”成为可能，而对作为昆曲表演

主体演员艺人的重视和强调，显然呈示的

是昆曲的表演和舞台演出，这是昆曲发展

的核心和根本。

昆曲口述史体现采访人（撰写人）、
口述人的史学观和主体性

其立场是口述者与采访人的，而不等

于只是采访记录的汇总和叠加。原本的想

法，主要是以对老艺人及相关人士的采访

来呈现，后来认识到课题的成果中应该体

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而不能简单地把采

访 材 料 、素 材 堆 砌 起 来 就 算 是 完 成 了 课

题。课题的成果形式，我们对昆曲口述史

的认识还不应该仅仅是这样一种客观呈

现。应该明确我们在口述史中的主体性，

但主体性又不是主观性，不只是被动、机械

地对艺人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材料按照

年代或者按照专题排列出来。仅仅这样

做，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是以此为基础建

立口述者立场的昆曲发展史观。

要进行客观的采访，然后把采访得来

的资料融入到对史的认识当中，或者从采

访中进一步得出对史的认识。运用的口

述史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田野调

查、访谈等方法。但今天之所以叫做“口述

史”，而不叫做“田野考察”“考察报告”等，

还是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赋予了新的内

涵，所以我们从事这一项国家重点课题要

树立主体意识，这个主体意识建立在我们

对二十世纪以来昆曲历史的准确描述之

上；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运用的研究观念

和研究方法可以丰富和发展今后的昆曲

研究，乃至戏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昆曲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如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唐纳德·里奇所

认为的“制作口述历史根本没有一成不变

的方法”，这对于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于

20 世纪昆曲历史研究也是一项挑战。对

采访对象的选择，是在综合考虑当代昆曲

生存和发展现状及各方面因素基础上确

立的，以演员为主体，而包罗昆曲各个方

面，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采访提纲的形

成如前所述也是在有针对性情况下形成

的，着眼于 20 世纪昆曲的发展历程，重要

的剧目生产、事件和传承等。采访者对采

访对象所述有引导而不影响其观点表达，

以保持采访对象叙述的客观性。在这里，

“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口述历史，两

者缺一不可。就访谈工作的实际整体目

标而言，口述史家应该是那位负责策划、

准备、执行、后续处理和诠 释 的 人 。 访 谈

者 是 以 互 动 的 方 式 与 受 访 者 合 作 的 ，他

要 提 问 题 ，针 对 受 访 者 的 回 应 做 追 踪 ，

并 提 供 人 名 、日 期 和 其 他 一 般 人 容 易 遗

忘 的 资 料 来 协 助 对 方 。 访 谈 者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尤 其 是 在 处 理 生 活 发 展 史 的 时

候 ，切 不 可 忘 记 谈 的 是‘ 谁 的 故 事 ’。”

对 采 访 的 文 字 整 理 ，第 一 步 是 实 录 ，即

完 全 按照采访中被采访者录像视频中的

叙述忠实原录，以保持采访文献的历史真

实和准确；第二步，是在实录基础上的整

理，尊重受访人的隐私和个人要求，在公

开出版前删除其不愿公开的内容，并得到

受访者的书面授权。按照口述史的要求，

删减一些与采访内容无关或关系不大之

处 ，对 一 些 内 容 前 后 重 复 或 口 语 累 赘 之

处，加以精简疏通。

这样的口述采访，形成的是个体的昆

曲口述史。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20 世纪

昆曲口述史”还不停留在这样一种个体层

面——尽管这种一个个个体已达 140多人，

而是以个体口述为基础，建构一部能够反

映 20世纪昆曲发展整体面貌和历程的口述

历史。其提纲的设置和构架思路，既源于

已有对 20世纪包括当下昆曲发展的线索和

文献，更侧重于本次专门的采访，本次采访

也是撰写这部昆曲口述史最基本和主要的

事实依据，也借鉴和吸引此前的口述和回

忆，包括学者们已然的研究成果，无疑，这

部昆曲口述史，亦将成为一部事实史料充

实丰富、旁征博引、另辟蹊径而颇具特色的

史著。

争 鸣

现代社会，在各种压力之下，人们忙迫不堪，身体在遭受

重创的同时，精神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形下，我们可

以回返道家，重温庄子的休闲思想智慧，获得重要的启示：首

先，道家休闲思想智慧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的“有道”，因此由政

府与社会共同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框架与治

理结构，为广大民众创造一个更好的休闲境遇与社会建制，应

当是汲取道家智慧的首要之点。其次，就个人而言，应该努力

提升个人修养，培养自己的休闲情趣，形成自己适度的休闲

人格。老庄塑造出了形象鲜明的独立人格，顺应自然而不

强求，注重内在的精神生命，豁达地看待既定世界，为所当

为，并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他们自己的至真、至美、至高的快

乐 。 再 次 ，对 充 满 天 理 、明 法 、大 美 的 自 然 要 满 怀 亲 近 之

感、热爱之心，在大自然的拥抱中获得人生的休闲。庄子

不仅重视从自然的运转中体认大道，而且对自然之物都充

满兴趣，充满关爱，尤其注重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获得最真

实的快乐，体现了实现人生休闲的同时重视自然生态与自然

之物的原则立场。

赵玉强《走向休闲：庄子哲学的一个阐释向度》，源自于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 1期

杨晓华 摘编

近些年，“重返 80 年代”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乃至中国社会

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熟悉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人知道，

“重返 80年代”最早是发生在文学研究界，此后才陆续扩展到

日常生活、电影、电视、美术等领域。文学界这一论题提出的

原因可以明确的是：大部分学者对 20世纪 80年代文学批评研

究状况不甚满意，对 199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现状，尤其是

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萎缩与下滑感到困惑与焦虑。这一论题

的提出具有至少两个层面的学术意义：一是对 20世纪 80年代

文学批评的重新梳理、思考与估价，这是“重返 80 年代”学术

浪潮的直接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对隐藏于背后的 1990 年以来

文学批评状况的分析、反思及重建路径的学理探索。而且，

这两方面取向紧密勾连、纠缠、互动，共同揭示出“重返 80 年

代”发生的重要原因、目的及意义。

彭海云《论 1980 年代文学批评的突破与局限》，原载于

《文艺争鸣》2013年第 1期

庄子休闲哲学具有现代意义


